
农产品贸易开放减少贫困了吗

———基于微观农户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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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微观农户数据， 本文测算出我国 ３１ 个省份 １９９６—２０１１ 年的 ＦＧＴ 贫

困指数。 结合构建的农产品贸易开放指标， 运用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农产品贸

易开放对贫困的影响， 发现农产品出口显著缓解了农村地区的贫困， 农产品进口对贫

困减少有负面影响。 分地区结果显示： 农产品进口降低了南部及沿海省份农户的贫困

深度和强度， 但对其他省份农户仍具有不利影响。 进一步检验表明： 出口对农产品生

产和出售会带来显著正向影响， 进口则会带来不利影响。 同时， 农产品出口对农户贫

困形成、 出售收入和生产量的影响都要大于进口， 总体上农产品贸易开放带来的正向

作用更大。 此外， 农产品贸易开放会改变农户的种植结构， 提高具有出口比较优势农

产品的生产。 相对其他省份， 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南部及沿海省份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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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和贫困减少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黄季焜等，
２００５） ［１］。 农产品贸易与农民收入也都实现了显著增长。 农产品贸易总额由 １９７８年的

６６亿美元增加到 ２０１７年的 ２０１４亿美元。 其对外依存度也不断上升， ２０１７ 年农产品

进出口额占第一产业产值约为 ２１％。 与此同时，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也呈快速增长趋

势。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２０１８》 数据显示， 按照当年价格计算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由 １９７８年的 １３３􀆰 ６元增长为 ２０１７年的 １３４３２􀆰 ４元。 以不变价格计算， ２０１７年人

均可支配收入约为 １９７８年的 １８􀆰 ２６倍。 按照现行贫困标准， 贫困发生率由 １９７８年的

９７􀆰 ５％下降至 ２０１７年的 ３􀆰 １％， 农村贫困缓解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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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政府把脱贫攻坚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

务， 确保到 ２０２０年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打好基础。 农产品出口对拓宽农民就业渠道、 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结构

调整、 提高农业竞争力发挥着重要作用。 据测算， 每万美元的农产品出口， 能直接

和间接创造近 ２８个就业岗位 （程国强， ２００４） ［２］。 我国在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出

口占有比较优势， 这对进一步扩大出口带动就业和提高收入具有重要影响。 农产品

进口的确缓解了我国农业资源短缺之压力， 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那么， 农

产品贸易开放是否影响了贫困， 又是如何影响的呢？ 本文将从实证角度检验农产品

贸易开放对我国农村贫困的影响及其具体作用机制。

一、 文献综述

大多数研究表明， 贸易开放有助于缓解发展中国家的贫困 （Ｋｉｓ －Ｋａｔｏｓ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２０１５） ［３］。 宏观层面上， 贸易开放通过经济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两个

渠道作用于贫困人口 （张茵和万广华， ２００７） ［４］。 一方面， 贸易开放会提高各国专

业化分工程度和生产要素配置效率， 促进经济增长， 进而通过发展生产力、 积累物

质和人力资本、 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转型来减少贫困 （郭熙保和罗知，
２００８） ［５］。 郭熙保和罗知 （２００８） 利用我国省级数据在经济增长角度构造联立方程

组模型， 验证贸易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 结果发现： 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加深， 经

济增长对减轻贫困的作用也在提高。 胡朝霞和焦根建 （２０１０） ［６］也利用我国省级数

据， 构建了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面板模型， 结果表明： 贸易自由化对我国

经济增长呈现倒 “Ｕ” 型的正向影响， 而且收入水平提高是促进经济增长最直接的

表现。 另一方面， 经济增长有利于贫困的减少， 而收入分配的不均又会加剧贫困。
张茵和万广华 （２００７） 从收入分配角度指出贸易开放与贫困人口的收入份额正向

相关， 且对收入分配的有益效果并不局限于沿海省份。 因为贸易增长的方式和贸易

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方式发生了变化， 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减少作用从 １９９２ 年开

始明显减弱。 李石新等 （２００６） ［７］指出经济增长在总体上有效地缓解了农村贫困，
但收入分配的不均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增长给贫困人口带来的利益， 从而使

得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不断减弱。
微观层面上， 物价水平和劳动力市场是贸易开放影响贫困的两个重要渠道

（Ｌｉｔｃｈｆｉｅｌ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 ［８］。 张全红 （２００８） ［９］发现物价变化通过消费和收入两方面

影响贫困状况。 贸易自由化会改变消费品价格， 进而影响贫困人口的预算约束和消

费支出。 此外， 贸易自由化还会改变产品和要素价格的正常变化， 从而影响贫困人

口的收入水平或改变其生产计划。 而这两方面的作用方向和最终效果还取决于价格

变化能否顺利传导给贫困人口及其对价格变化的反应。 朱晶和洪伟 （２００７） ［１０］分析

了贸易开放与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相对价格之间的关系， 证实了贸易的全面开放能提

高农产品相对价格和农产品生产者的相对购买力， 增加农民福利， 减少农村贫困。
相对于工业产品， 对农民来说农产品较为特殊， 他们既是农产品的生产者又是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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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Ｈｕａｎｇ 等 （２００３） ［１１］利用我国地区间种植不同农产品类型的数据研究发现，
农民会根据贸易政策带来的产品价格变化， 基于利润最大化去调整他们的生产结

构以及消费支出。 黄季焜等 （２００５） 指出， 相对土地密集型农产品， 我国在劳

动密集型农产品上更具有比较优势。 他们选取 １２ 种农作物产品和 ７ 种养殖业产

品， 利用农业政策分析和预测模型模拟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业生产和消费的影

响。 从生产者角度看， 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 我国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净出

口减少， 更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净出口增加。 从消费者角度看， 由于贸

易自由化会促使粮食、 食用油、 糖、 牛奶等我国缺乏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国内价格

下跌， 国内对这些产品的消费需求会提高； 而对具有比较优势农产品的消费需求

则会因为价格上涨而有所下降。 其中， 食用油、 糖、 蔬菜、 水果、 畜产品与水产

品消费受到的影响比较大。 整体来说， 贸易自由化对食品消费的影响相对于对生

产要小。
不少学者也围绕着工资和劳动力市场方面讨论贸易开放和贫困的关系。 Ｓｔｏｌｐｅｒ

和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１９４１） ［１２］提出的 Ｓ－Ｓ理论认为， 如果某一商品相对价格上涨， 会促

使该商品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价格增加， 降低其他商品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价格。
由于发展中国家非熟练劳动力相对丰裕， 所以贸易自由化会使得非熟练劳动力密集

产品相对价格提高， 从而导致非熟练工需求增加， 工资上涨。 然而， Ｐｉｅｒｒｅ 和

Ｊｏｓｈｕａ （１９９６） ［１３］指出劳动力市场刚性使得劳动力在短期内无法在非贸易部门和贸

易部门之间流动， 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贫困。 王跃生和吴国锋 （２０１９） ［１４］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我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发现， 贸易自由化显著缩小了我国城乡收入

差距， 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 毛学峰和刘晓昀 （２００５） ［１５］认为如果不能为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 那么贫困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会面临较大的

就业压力， 将很难从贸易自由化中获益。 曾国彪和姜凌 （２０１４） ［１６］基于我国健康与

营养调查 （ＣＨＮＳ） 数据验证了贸易开放对城市和农村地区收入差距及贫困的影

响， 结果表明： 贸易开放拉大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 减少了城市贫困， 但对农村贫

困没有显著影响； 相对劳动力要素流动较低的地区， 贸易开放在劳动力要素流动较

高的地区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和降低贫困， 劳动力要素流动障碍是我国贸易开放与

贫困的关系和传统贸易理论不一致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 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在

贸易开放促进减贫中具有关键性作用。
以上研究较多集中在贸易开放与贫困的关系， 较少集中在农产品贸易开放对贫

困的影响。 本文则从农产品贸易开放和微观农户角度出发， 利用农村固定观察点数

据对我国 ３１个省份农村地区的贫困指数进行测算， 并构建省份农产品贸易开放指

标。 在此基础上， 应用非平衡面板固定效应模型， 结合微观数据检验农产品贸易开

放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本文与以往文献的不同在于： 第一， 由于农产品对

农民的特殊性， 本文针对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户贫困影响进行研究， 且从生产角度

分别检验了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产品出售收入、 生产量的影响。 与黄季焜等

（２００５） 不同的是， 本文利用农户的实际生产、 出售数据检验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其

影响， 涉及的农产品范围更广。 第二， 大多数文献对贫困指数的测算仅以国家的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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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线为标准， 本文将国家贫困线进一步扩展到省级层面， 结合农户层面的微观数据

采用 ＦＧＴ贫困指数来衡量贫困。

二、 农产品贸易开放和农村贫困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 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从 １９９２ 年就

开启了大幅度的自主降税进程。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我国政府取消对出口的所有财政补

贴， 进出口企业转变为完全自负盈亏。 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调剂汇率并轨， 实行

浮动汇率制度。 １９９６年 １２月， 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 与此同时， 多次

大幅度自主降低关税， 减少配额和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 这些改革使我国初步建立

起以市场经济为基础， 充分发挥汇率、 税收、 关税、 金融等经济杠杆作用的外贸管

理体制和调控体系①。 加入 ＷＴＯ 后， 我国继续推进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 包括进

一步降低关税、 削减或取消进口配额、 放开政府对外贸的控制、 人民币在经常项目

下的自由兑换等 （胡海军等， ２００７） ［１７］。
如图 １所示， 在关税方面， 我国农业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经历了 １９９２ 年和 ２０００

年两轮大幅降低， 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４５􀆰 ４４％下降到了 １９９７ 年的 ２４􀆰 ７３％， 又从 ２０００ 年

的 ２４􀆰 ９６％降低到 ２００６ 年的 １１􀆰 ８４％。 ２０１４ 年我国农产品关税仅有 １１􀆰 ７８％左右，
远低于 ＷＴＯ发展中成员 ５６％和发达成员 ３９％的平均水平。

在进口配额方面， １９９６ 年以后， 我国对一些重要的大宗农产品也实行了一

般商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 包括粮食、 植物油及油籽、 羊毛等， 后来又增加了糖

和棉花 （张莉琴， ２００５） ［１８］ 。 ２０００ 年， 实行关税配额管理的农产品共有 １５ 种，
到 ２００２ 年进一步缩减到 １０ 种， 主要包括小麦、 大米、 玉米、 豆油、 棉花、 棕榈

油、 食糖、 菜籽油、 羊毛以及毛条。 此外， ２００２ 年， 粮食等重点农产品的进口

关税配额数量进一步提高， 小麦增加为 ９６３􀆰 ６ 万吨、 玉米 ７２０ 万吨、 棉花 ８９􀆰 ４
万吨和大米 ５３２ 万吨。 除小麦继续保持 ９０％的国营贸易比例外， 其他农产品的国

营贸易比例逐步缩小。 ２００５年取消羊毛和毛条的进口指定经营制度。 ２００６ 年取消

豆油、 棕榈油和菜籽油的进口关税配额管理， 实行 ９％的单一关税管理 （程国强，
２００５） ［１９］。

为了履行加入 ＷＴＯ的承诺， 促进市场自由化， 我国实施了一系列降低关税和

提高配额的农产品贸易政策。 这些政策加深了贸易自由化， 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也

随之不断增加。 如图 ２， 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额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２１９􀆰 ２４ 亿美元增长到

２０１７年的 １９９８􀆰 ２０亿美元， 加入 ＷＴＯ 后我国农产品进口大幅上涨。 从 ２００３ 年开

始， 农产品的进口超过出口， 而且这个差距在 ２０１４ 年前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 到

２０１７年逆差规模已达 ４９５􀆰 ４０亿美元。 未来我国将进一步推动农业领域开放， 推动

相互开放市场， 减少农产品贸易壁垒， 深化农业领域投资合作， 打造开放、 透明、
包容、 共赢、 非歧视性的农业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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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国农产品平均名义关税率及变化　 　 　 　 图 ２　 中国农产品进出口额及其变化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 Ｔｒａｉｎｓ数据库。 　 　 　 　 　 数据来源：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的数据来自 《中国农业年鉴》，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的数据来自 《中国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农产

品贸易月度统计报告》。

一系列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加深了农产品贸易开放， 促进了进出口规模的扩大。
不断扩大的贸易带动了经济的迅速增长， 从而推动了农业总产值的增长， 对农村贫

困的减少产生了重要影响 （胡海军等， ２００７）。 根据表 １ 数据， 按照现行农村贫困

标准 （以 ２０１０年每人每年 ２３００元人民币不变价为基准）， １９７８—２０００ 年期间， 我

国平均每年贫困人口减少 １４００多万， 贫困发生率也从 ９７􀆰 ５％下降到 ４９􀆰 ８％。 我国

扶贫成果取得了巨大成效， 尤其是加入 ＷＴＯ以来， 减贫速度加快。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

期间， 年均贫困人口减少近 ３０００ 万， 贫困发生率降低到 １７􀆰 ２％。 自此以后， 扶贫

开发工作进入巩固温饱成果、 加快脱贫致富、 改善生态环境、 提高发展能力、 缩小

发展差距的新阶段， 从解决基本的生存和温饱问题转向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到

２０１５年贫困人口下降到 ５５７５万人， 与 ２０１０年相比， ５年来贫困人口减少约 １􀆰 １ 亿

人， 年均减贫人口规模达 ２１９８万人； 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 １１􀆰 ５个百分点。 至 ２０１７
年， 我国贫困率仅有 ３􀆰 １％， 贫困人口降至 ３０４６万人。

表 １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及其演变

年份
贫困人口
（万人）

贫困发生率
（％） 年份

贫困人口
（万人）

贫困发生率
（％）

１９７８ ７７０３９ ９７􀆰 ５ ２０１１ １２２３８ １２􀆰 ７

１９８０ ７６５４２ ９６􀆰 ２ ２０１２ ９８９９ １０􀆰 ２

１９８５ ６６１０１ ７８􀆰 ３ ２０１３ ８２４９ ８􀆰 ５

１９９０ ６５８４９ ７３􀆰 ５ ２０１４ ７０１７ ７􀆰 ２

１９９５ ５５４６３ ６０􀆰 ５ ２０１５ ５５７５ ５􀆰 ７

２０００ ４６２２４ ４９􀆰 ８ ２０１６ ４３３５ ４􀆰 ５

２００５ ２８６６２ ３０􀆰 ２ ２０１７ ３０４６ ３􀆰 １

２０１０ １６５６７ １７􀆰 ２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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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农产品贸易开放减贫的机制分析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 两国进行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

别， 以及由此导致的生产成本的相对差别， 而非生产技术和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别。
各国应集中自身的相对优势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

产品， 从而实现国际分工并在交换中获利。
我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在国际上具有比较优势， 尤其是以蔬菜和水产品为代表

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２０１１ 年我国水产品出口额占全

球水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２９􀆰 ３％， 水产品出口额占全球水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

达到 １４􀆰 ８％， 连续 １０年位居全球首位。 事实上， 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 ０􀆰 １０ 公

顷， 不足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一半。 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劣

势， 出口该类农产品虽会获利， 但利润空间较小。 按照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中

“两优取其重， 两劣取其轻” 的原则， 我国农产品贸易应该更多的出口劳动密集型

并进口土地密集型农产品， 这也符合我国的农业资源禀赋特征。 实际上， 我国对外

开放政策的确促进了农产品生产和进出口结构的合理调整， 增加了具有出口比较优

势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程国强， ２００４）。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 农产品贸易有利于各国进行更加专业化的生产 （王永静

和刘引兄， ２０１９） ［２０］。 农产品出口会增加国内农产品的市场需求， 不仅使得农产品

销量增加， 还会加速规模经济的形成， 进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 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马轶群， ２０１８） ［２１］。 尤其生产具有出口比较优势的劳动密

集型农产品的农民， 在贸易自由化中获益更大 （黄季焜等， ２００５）。 农产品进口会

对国内农产品产生替代作用， 对国内同类农产品的需求降低， 导致农产品生产量下

降， 农民收入下降。 这对于以生产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为主的农民来说其负面作用更

大。 农民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农产品， 对于贫困农户更是如此 （马轶群，
２０１８）。 根据我国农村观察点数据， ２０１１年收入五等分中 ２０％最低收入户的农产品

出售收入占其总收入比重达 ３６􀆰 ４３％。 农产品进口和出口会直接对农民的生产性收

入产生影响， 也会影响其贫困状况。
斯托尔珀和萨缪尔森理论表明， 贸易自由化会改变国内要素价格机制。 一国出

口产品的相对价格会上升， 进口产品的相对价格会下降。 农产品贸易开放会使国内

具有出口比较优势的农产品价格上涨， 缺少比较优势的农产品价格下降。 蔬菜、 水

果和水产品这类相对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在贸易自由化条件下， 其价格是趋于上升

的， 同时也会提高生产该类农产品农民的收入。 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如小麦、 玉米、
棉花和油料等则相反， 其价格是趋于下降的， 因此生产该类农产品农民的收入也将随

之下降。 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 农民会根据贸易政策带来的产品价格变化去调整他们

的生产结构， 更多的种植价格上涨的农产品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 即农产品贸易开

放会使农户更多种植劳动密集型农产品。 本文实证部分将区分农产品出口和进口对贫

困和生产的影响， 并验证农产品贸易开放是否改变了农户的种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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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数据与模型

（一） 贫困指数和贸易开放度指标

和大多数学者一样， 本文采用在贫困测算中具有广泛应用度的 ＦＧＴ 指数来衡

量我国农村的贫困程度 （鲜祖德等， ２０１６［２２］； 徐映梅和张提， ２０１６［２３］； 袁方等，
２０１４［２４］； 刘轶芳和罗文博， ２０１３［２５］）。 ＦＧＴ贫困指标包括贫困发生率 （Ｐ０）、 贫困

深度 （Ｐ１） 和贫困强度 （Ｐ２） 三个指数， 其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Ｐα （１） ＝
１
Ｎ
∑
ｎ

ｉ＝１

Ｚ－Ｙｉ

Ｚ
æ

è
ç

ö

ø
÷

α

（１）

其中， Ｚ 为贫困线标准， Ｙｉ 为第 ｉ 个贫困农户的人均收入， Ｎ 为总农户数， ｎ 为

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农户数。 当 α ＝ ０ 时， 表示贫困线以下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

（ｈｅａｄｃｏｕｎｔ ｉｎｄｅｘ）， 这就是贫困发生率指数 Ｐ０， 可说明贫困的广度； α＝ １时， 贫困

指数 Ｐ１表示贫困缺口率 （ｐｏｖｅｒｔｙ－ｇａｐ ｉｎｄｅｘ）， 或者表示贫困深度指数， 指贫困人

口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总体差额占所有人到达贫困线时的收入之比； 当 α ＝ ２ 时，
贫困指数 Ｐ２表示加权贫困缺口率 （ｓｑｕａｒｅ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ｇａｐ ｉｎｄｅｘ）， 或者表示贫困强度

指数， 用来描述贫困人口内部的贫困差异度。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的省份贫困标准

是在 ２０１０年国家贫困标准的基础上， 根据 Ｌｏｒｅｎ和 Ｃａｒｓｔｅｎ （２００６） ［２６］文中的方法，
经适当调整计算得出。 Ｌｏｒｅｎ和 Ｃａｒｓｔｅｎ （２００６） 在文中以 １９９０年为基期计算出我国

３１个省份农村地区包含食物、 服装、 住房、 生活服务等基本生活成本的绝对价格

水平， 并得出 １９８４—２００４年各个省份基本生活成本相对全国生活成本的比率。 本

文将数据扩展到 ２０１１年计算出 ３１个省份农村地区相对全国水平的比率， 用该比率

乘以国家贫困线标准得出不同省份的贫困线①。
贸易开放度的衡量指标有关税、 非关税壁垒、 名义保护率、 对外直接投资、 贸

易依存度等。 本文选取关税指标可以衡量贸易政策的变化， 验证农产品贸易开放对

贫困的影响。 我国农产品关税范围与前文中 《中国农业年鉴》 统计农产品数据口

径一致， 即按照 ＷＴＯ 《农业协定》 的农产品定义， 外加全部水产品进行统计。 本

文首先提取世界银行 Ｔｒａｉｎｓ 数据库 ＨＳ 标准下 ６ 位编码所有农产品进出口关税数

据②， 时间跨度为 １９９６—２０１１ 年， 然后借鉴 Ｔｏｐａｌｏｖａ （２０１０） ［２７］及曾国彪和姜凌

（２０１４） 的方法， 选取各省份初始年份 （１９９６ 年） 乡村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在乡村

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为权重， 得到省份层面的年平均农产品进出口关税。
（二） 实证模型

为研究农产品贸易开放对贫困的影响， 本文构建的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如下：
Ｐ ｉｓｔ ＝ β０ ＋ β１ ｅｘｐｏｒｔｔａｒｉｆｆｓｔ ＋ β２ ｉｍｐｏｒｔｔａｒｉｆｆｓｔ ＋ γ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ｔ ＋ λ Ｘ ｉｓｔ ＋ ｙｅａｒｔ ＋ δｉ ＋ εｉｓ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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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限于篇幅， 结果备索。
进口关税数据主体国 （ｒｅｐｏｒｔｅｒ） 为中国， 出口关税对象国家 （ｐａｒｔｎｅｒ） 为中国。



其中， Ｐ ｉｓｔ是 ｔ 年 ｓ 省份农户 ｉ 的贫困指标、 农产品出售收入和农产品产量，
ｅｘｐｏｒｔｔａｒｉｆｆｓｔ 和 ｉｍｐｏｒｔｔａｒｉｆｆｓｔ 是 ｓ省份 ｔ 年时的出口关税和进口关税。 省份宏观层面控

制变量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ｔ ， 包括人均 ＧＤＰ、 城市化率、 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 农业税占总

收入比重和非农就业收入比重； 参考高若晨和李实 （２０１８） ［２８］、 朱梦冰和李实

（２０１７） ［２９］的研究， 农户个体层面控制变量 Ｘ ｉｓｔ ， 包括家庭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
人均耕地面积、 男性劳动力比例、 户主年龄和文化程度； ｙｅａｒｔ 和 δｉ 分别是时间和个

体固定效应。
农产品贸易开放必然会对农户的生产行为带来冲击， 基于生产最大化农户会调

整种植结构更多生产具有出口比较优势的农产品。 为进一步分析农产品贸易开放对

农户种植结构的改变， 本文构造如下双重差分回归模型：

ｙｉｓｔ ＝ β０ ＋ β１ Ｄｓｔ × Ｔｔ ＋ γ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ｔ ＋ λ Ｘ ｉｓｔ ＋ ｙｅａｒｔ ＋ δｉ ＋ εｉｓｔ （３）

ｙｉｓｔ 是农户生产比较优势农产品时间占比， Ｄｓｔ 是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哑变量， 若

样本属于实验组则为 “１”， 其他为 “０”。 根据生产出口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时间

在全部农产品中占比高低， 将全部省份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 实验组包括南部及沿

海的江苏、 安徽、 湖南、 湖北、 四川、 云南、 贵州、 广东、 广西、 福建、 江西、 浙

江、 海南、 天津、 河北、 山东和辽宁等 １７ 省份， 其他省份为控制组。 ２００１ 年加入

ＷＴＯ后对农户的生产行为带来一定的冲击， 因此， 本文将 ２００１ 年作为时间划分

点。 若属于 ２００１年及以后， 则 Ｔｔ 为 “１”， 其他年份为 “０”。 Ｄｓｔ × Ｔｔ 则是本文所关

心的交互项， 其他符号含义同式 （２）。
（三） 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省份人均 ＧＤＰ、 城市化率、 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来自历年 《中国统计年

鉴》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年鉴》 和 《中国农产品价格年鉴》，
其中城市化率指标以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 其他变量数据均来自全国农村

固定观察点。 该数据始于 １９８６年， 是一项长达 ３０ 多年的跟踪观察， 每年跟踪调

查约 ３００ 个村 （彭小辉和史清华， ２０１７） ［３０］ 。 调查涵盖了我国 ３１ 个省市自治区，
每年 ２ 万多个农户的家庭生产经营、 生活变化等资料 （程名望和史清华，
２０１０） ［３１］ 。 观察点的任务为 “直接从农村基层了解农村改革和各项建设的新动

态， 以便从各个方面的发展和对比中进行有连续性的综合研究， 为制定农村决策

提供依据” （彭小辉等， ２０１７） ［３２］ 。 利用该数据可以在微观层面对农产品贸易和

农户贫困以及生产之间的关系提供更清晰的论证。 需要说明的是为保持统计口径

的一致， 本文中户主年龄和文化程度均为按照分年龄段和教育层次赋值统计①。
本文所用到的主要变量描述统计如表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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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固定观察点的统计年龄划分为 ５ 个档次， 依次代表 ３０ 岁以下、 ３１ ～ ４０ 岁、 ４１ ～ ５０ 岁、 ５１ ～ ６０
岁、 ６１ 岁以上； 文化程度划分为 ４个档次， 依次代表文盲半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表 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解释变量

出口关税 （％） ２５１ ６２１ 　 ９􀆰 ２４ 　 １􀆰 ６１ 　 ３􀆰 ３４ 　 １３􀆰 ２４

进口关税 （％） ２５１ ６２１ １４􀆰 ２０ ５􀆰 ３６ ３􀆰 ４４ ３１􀆰 ５３

被解释变量

贫困发生率 ２４８ ０７２ ０􀆰 ５１ ０􀆰 ２５ ０􀆰 ００ １

贫困深度 ２４８ ０７２ ０􀆰 １８ ０􀆰 １２ ０􀆰 ００ ０􀆰 ８０

贫困强度 ２４８ ０７２ ０􀆰 ０９ ０􀆰 ０７ ０􀆰 ００ ０􀆰 ６４

人均农产品出售收入 ２２２ ２８５ １ ９４９􀆰 ７１ ４ ３５２􀆰 ７７ ０􀆰 ００ ９６ ５７１􀆰 ４３

人均农产品生产量 ２５５ ２５０ ４３７􀆰 １６ １ ２３８􀆰 ４７ ０􀆰 ００ ５０ ０００

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时间占比 ２１７ ８１０ ０􀆰 ３９ ０􀆰 ３３ ０􀆰 ００ １

控制变量

人均 ＧＤＰ ２５５ ４３７ １４ １１８􀆰 ９３ １２ １５２􀆰 ３５ ２ ０９３􀆰 ００ ８５ ２１３􀆰 ００

城市化率 ２５５ ４３７ ３０􀆰 ７５ １３􀆰 ３９ １３􀆰 ８０ ８９􀆰 ３２

大专以上人口比例 ２５５ ４３７ ０􀆰 ０５ ０􀆰 ０３ ０􀆰 ００ ０􀆰 ３４

省份农业税比重 ２５４ ８４７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１３

省份非农收入比重 ２５５ ４３７ ０􀆰 ２７ ０􀆰 ０７ ０􀆰 ００ ０􀆰 ４９

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 ２２７ ６３５ １ ６８１􀆰 ５８ ５ ００１􀆰 ３６ 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人均耕地面积 ２３７ ７９１ ２􀆰 １３ ３􀆰 １１ ０􀆰 ００ ５０

家庭男性劳动力比例 １７７ ２５５ ０􀆰 ３７ ０􀆰 １９ ０􀆰 ００ １

户主年龄 ２５５ ４３７ ３􀆰 ３４ １􀆰 １５ １ ５

户主文化程度 ２５５ ４３７ ２􀆰 ２８ ０􀆰 ９３ １ ４

五、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农产品贸易开放和贫困

为保持量纲一致， 本文在回归分析中将人均农产品生产量、 人均农产品出售收

入、 人均 ＧＤＰ 和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本文采用控制了时间和

个体的固定效应模型来验证农产品贸易开放和贫困的关系， 进出口关税和贫困的双

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３所示。
面板回归基准模型表明： 农产品出口关税和贫困发生率、 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

显著正相关， 加入一系列的农户家庭层面和省份层面的控制变量后， 与基准模型相

比依旧显著， 且回归系数绝对值都有降低。 这表明出口关税与三种贫困指标之间均

存在显著正向关系， 意味着出口关税降低会减少贫困。 与之相反， 加入户主和省份

层面的控制变量后， 农产品进口关税与三种贫困指标有显著负向关系， 即进口关税

下降会加剧贫困。 从表 ２第 （３） 列加入所有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 出口

关税下降 １个百分点， 贫困发生率会下降 ０􀆰 ０８０３ 个百分点， 贫困深度和强度分别

下降 ０􀆰 ０２４７和 ０􀆰 ００８６个百分点。 进口关税每下降 １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 贫困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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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强度分别上升 ０􀆰 ０１８４、 ０􀆰 ００２４和 ０􀆰 ００１５个百分点。 总体看， 出口关税下降对

贫困的影响程度要大于进口关税， 我国农产品贸易开放减少了农户的贫困。 黄季焜

等 （２００５） 指出我国农户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收益程度取决于他们的种植结构。
南部及沿海省份主要生产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如大米、 蔬菜、 猪

肉、 牛肉、 羊肉、 家禽、 蛋和鱼等， 因此会在贸易自由化中受益。 而我国的西部、
北部和东北等地区的大部分农民以生产玉米、 小麦、 棉花、 食用油、 糖和大豆等不

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为主。 这类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在自由化过程中将受到负面冲

击， 所以这些地区的农户会更多地受到负面影响。 因此， 本文将样本划分为南部及

沿海省份和其他省份两个样本分别估计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其贫困的影响。

表 ３　 农产品关税和贫困的回归结果

变量
贫困发生率

（１） （２） （３）

出口关税
０􀆰 １０９０∗∗∗ ０􀆰 ０９８０∗∗∗ ０􀆰 ０８０３∗∗∗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３４）

进口关税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１８２∗∗∗ －０􀆰 ０１８４∗∗∗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８）

省份层面控制变量 √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 √

样本量 ２４４ ３０９ １４４ ５１１ １４４ ４１７

Ｒ２ ０􀆰 ５９７０ ０􀆰 ５２７０ ０􀆰 ５４６０

变量 贫困深度

出口关税
０􀆰 ０３２７∗∗∗ ０􀆰 ０３４５∗∗∗ ０􀆰 ０２４７∗∗∗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１７）

进口关税
０􀆰 ００７９∗∗∗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４）

省份层面控制变量 √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 √

样本量 ２４４ ３０９ １４４ ５１１ １４４ ４１７

Ｒ２ ０􀆰 ５４３０ ０􀆰 ４６２０ ０􀆰 ４９５０

变量 贫困强度

出口关税
０􀆰 ０１３８∗∗∗ ０􀆰 ０１５２∗∗∗ 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１０）

进口关税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３）

省份层面控制变量 √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 √

样本量 ２４４ ３０９ １４４ ５１１ １４４ ４１７

Ｒ２ ０􀆰 ４３１０ ０􀆰 ３６２０ ０􀆰 ４０９０

注： 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表示 ｐ＜０􀆰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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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可以看出加入省份宏观和农户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 表明出口关

税对两类省份的贫困指标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说明出口关税降低了贫困的广度、
深度和强度。 不同的是， 进口关税对南部及沿海省份的贫困深度和强度的缓解具有

显著正向作用， 而对其他省份的贫困深度和强度有不利的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贫困

深度和强度衡量的是贫困人口内部的不均等， 相比非贫困人口这部分农户因为缺乏

必要的生产投入更难调整生产结构 （Ｗｉｎｔｅｒ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 ［３３］。 而且由于地理条件

的差异， 其他省份的农户对比南部沿海地区的农户更难改变种植结构， 因此农产品

进口关税削减加深了该地区的不平等。 整体看， 农产品出口关税对贫困的影响要大

于进口关税， 因此农产品贸易开放显著降低了各省份的贫困发生率。 本文接下来将

对农产品贸易开放通过农产品出售收入影响减贫这一机制进行检验。

表 ４　 分样本农产品关税和贫困的回归结果

变量 贫困发生率 贫困深度 贫困强度
南部及沿海省份

出口关税
０􀆰 ０５８６∗∗∗ ０􀆰 ０１３４∗∗∗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８）

进口关税
－０􀆰 ００７４∗∗∗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３）
省份层面控制变量 √ √ √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 √ √

样本量 ８８ ４２９ ８８ ４２９ ８８ ４２９
Ｒ２ ０􀆰 ５７１０ ０􀆰 ５２５０ ０􀆰 ４２９０

其他省份

出口关税
０􀆰 １２００∗∗∗ ０􀆰 １４５０∗∗∗ ０􀆰 ０７９８∗∗∗

（０􀆰 ０１８４） （０􀆰 ０１２１） （０􀆰 ００７８）

进口关税
－０􀆰 ０２６３∗∗∗ －０􀆰 ０１５０∗∗∗ －０􀆰 ０１０１∗∗∗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８）
省份层面控制变量 √ √ √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 √ √

样本量 ５５ ９８８ ５５ ９８８ ５５ ９８８
Ｒ２ ０􀆰 ５５００ ０􀆰 ５１４０ ０􀆰 ４５３０

注： 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表示 ｐ＜０􀆰 ０１。

（二） 农产品贸易开放影响贫困的机制

从生产者角度看， 农产品出口关税下降会增加农户的生产， 提高农产品出口收

入， 而农产品进口关税下降则会产生相反的作用。 为进一步验证农产品贸易开放对

贫困影响的机制， 本文同时选取农产品出售收入和人均农产品生产量两个指标， 从

收入和产量两方面检验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户生产的影响。 农产品产量指标是以粮

食作物产量为基准计算的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 畜产品和水产品的当量①。 进出口

关税对不同地区农产品出售收入和生产量的回归结果如表 ５。

７２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年第 ９期 经贸论坛

①具体算法： 首先计算出经济作物总收入与粮食作物收入的比值， 利用该比值乘以粮食作物的产量进而

得出经济作物的当量， 依次计算畜产品和水产品的当量， 最后将粮食作物产量、 经济作物当量、 畜产品和水

产品当量相加得到总的农产品生产量。



表 ５　 农产品关税和不同地区农户生产变化的回归结果

变量
南部及沿海省份 其他省份

（１） （２） （３） （４）
被解释变量人均农产品出售收入

出口关税
　 　 　 　 －０􀆰 １６８０∗∗∗ 　 　 　 　 －０􀆰 １２１０∗∗∗ 　 　 　 　 －０􀆰 １６３０∗∗∗ 　 　 　 　 －０􀆰 ３４１０∗∗∗

（０􀆰 ０１６１） （０􀆰 ０１８４） （０􀆰 ０３８０） （０􀆰 ０４６０）

进口关税
０􀆰 ０２９５∗∗∗ ０􀆰 ０１８０∗∗∗ ０􀆰 ０１５４∗∗∗ ０􀆰 ０１５３∗∗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０７４） （０􀆰 ００７９）
省份层面控制变量 √ √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 √

样本量 １２０ ０３３ ７９ ８６８ ８３ ９６２ ５３ ６７３
Ｒ２ ０􀆰 １６５０ ０􀆰 ２０６０ ０􀆰 １９６０ ０􀆰 ２１００

被解释变量人均农产品产量

出口关税
－０􀆰 １７７０∗∗∗ －０􀆰 １２７０∗∗∗ －０􀆰 ４０７０∗∗∗ －０􀆰 ５１９０∗∗∗

（０􀆰 ０２００） （０􀆰 ０２３４） （０􀆰 ０４３７） （０􀆰 ０４９２）

进口关税
０􀆰 ０４７０∗∗∗ ０􀆰 ０１７５∗∗∗ ０􀆰 ０１５１∗∗∗ ０􀆰 ０２９２∗∗∗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０８８） （０􀆰 ００８６）
省份层面控制变量 √ √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 √

样本量 １２０ ４０３ ８０ ０６２ ８３ ９７８ ５３ ６６５
Ｒ２ ０􀆰 ０１８０ ０􀆰 ０９４０ ０􀆰 ０４００ ０􀆰 １３９０

注： 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表示 ｐ＜０􀆰 ０１。

基准模型和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都表明， 农产品出口关税降低对两类省

份的农产品出售收入和生产量确实有正向影响。 这与表 ３出口关税对贫困的回归结果

一致， 说明出口关税下降的确提高了农户的农产品出售收入从而缓解了贫困。 扩大的

出口需求提高了具有出口比较优势农产品的价格， 不论是南部及沿海省份农户还是其

他省份农户都会更多生产具有出口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 从而增加了农产品

出售收入。 表 ５实证结果也表明农产品进口关税对两类省份农户的农产品出售收入和

生产量造成负面冲击。 由于我国进口大多是大豆、 玉米等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 大量

的进口对国内生产者带来了竞争， 因此， 对农户农产品出售收入产生了负面影响。 和

前文对贫困的影响类似， 对于两类省份来说， 出口关税对农户生产的影响要大于进口关

税。 以表 ５中最后一列回归结果为例， 出口和进口关税每下降 １个百分点， 农产品出售

收入分别增加 ０􀆰 ３４１０个百分点、 下降 ０􀆰 ０１５３个百分点， 农产品产量分别增加 ０􀆰 ５１９０个
百分点、 下降 ０􀆰 ０２９２个百分点。 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在农产品价格方面实施的粮食最低

收购价格、 农产品目标价格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进口对农产品销售收入可能的负面冲

击。 总体上， 农产品贸易开放提高了农户的农产品出售收入和生产量。
基于收益最大化， 农户会根据贸易政策的变化调整其生产结构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 加入ＷＴＯ后由于出口扩大作用， 农户会改变种植结构， 更多的生产具有出口

比较优势的农产品。 本文利用农户分配在具有出口比较农产品生产时间的变化揭示其

生产结构的改变。 与黄季焜等 （２００５） 和李石新等 （２００５） 文献类似， 本文将大米、
蔬菜、 水果、 畜产品和水产品作为我国具有出口比较优势农产品。 图 ３是不同省份农

户的出口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时间占全部农产品生产时间的比重变化。 可以看出， 南

部及沿海省份比较优势时间占比一直高于其他省份。 ２００２年前两类省份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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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占比一直保持平稳水平， ２００２年后两类省份都出现急剧上升， 这一点与图 ２中
２００３年农产品出口大增情况相吻合。 ２００４年后两类省份又出现平行发展的趋势。 即

使 ２００３年前后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时间统计口径有所改变， 但两类省份的比值一直

大于 １， 表明南部及沿海省份比较优势时间占比水平一直都高于其他省份。 这个比值

在 ２００２年以前保持平稳， ２００３年急剧上升， ２００４年后又进入平稳阶段， 说明在加入

ＷＴＯ的冲击中， 南部及沿海省份比较优势时间占比的提高快于其他省份。

图 ３　 农产品生产时间占比变化趋势

双重差分估计的有效性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检验， 否则会低估或者高估事件的

效果。 通过改变外生冲击年份的时间， 与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哑变量生成交叉项来进行

验证。 结果如图 ４所示， 可以看出直到冲击 １年后年份的交互项系数都在 “０” 以下，
冲击 ２年后年份交互项系数都在 “０” 以上。 这说明加入 ＷＴＯ对农户生产行为的改

变有一年的滞后性。 实验组和控制组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可以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

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户比较优势农产品时间占比进行分析， 结果如表 ６所示。

图 ４　 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户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时间影响的平行趋势检验

注： 垂线表示两个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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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差分回归结果基准模型中交互项系数在 １％水平下显著为正， 即相较于

控制组加入 ＷＴＯ更显著提高了实验组农户比较优势农产品的生产时间比重。 依

次加入省份层面和农户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后， 该系数依旧显著为正， 说明结果

较稳健。 由于地理条件差异南部及沿海省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生产比重较大， 农

产品贸易开放进一步提高了这个比重。 这表明南部及沿海省份更容易在开放中

获益。

表 ６　 双重差分回归结果

变量
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时间占比

（１） （２） （３）

交互项
０􀆰 １６９０∗∗∗ ０􀆰 １０３０∗∗∗ ０􀆰 ０９４４∗∗∗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４５）

省份层面控制变量 √

户主层面控制变量 √ √

样本量 ２１７ ８１０ １４０ ４５７ １４０ ３７８

Ｒ２ ０􀆰 ２４５０ ０􀆰 ２２９０ ０􀆰 ２３４０

注： 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表示 ｐ＜０􀆰 ０１。

六、 结　 论

本文利用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对我国 ３１ 个省份农村地区的贫困指数进行测

算， 并构建了农产品贸易开放度衡量指标； 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 研究了我国农

产品贸易开放对农户贫困的影响。 研究表明： 农产品出口关税削减显著减少了我

国农村地区的贫困， 进口关税对贫困的影响则相反。 分地区结果显示： 农产品进

口缓解了南部及沿海省份农户的贫困深度和强度， 但对其他省份农户仍具有不利

影响。 进一步对其微观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发现， 农产品出口关税下降不论是对南

部沿海省份还是其他省份， 都显著增加了农产品出售收入和生产量。 进口关税的

下降则对这两类省份的农产品出售收入和产量有负面的影响。 出口关税的影响要

大于进口关税， 总体上看农产品贸易开放带来的正向作用更大。 利用双重差分模

型分析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 结果表明： 相比较其他省份加入

ＷＴＯ带来的冲击， 农产品贸易开放更显著地提高了南部及沿海省份农户生产具有

比较优势农产品时间的占比。 结合本文的实证结果， 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 为早日

打赢脱贫攻坚战， 应进一步保持并充分发挥我国农产品贸易中的比较优势， 继续扩

大具有比较优势农产品出口， 深化其对农村贫困的削减作用。 第二， 对于农产品进

口带来的负面影响， 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 让农户尽可能调整其生产结构， 同时寻

找其他增收渠道， 缓解其对减贫的不利影响。

０３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年第 ９期



［参考文献］

［１］ 黄季焜， 徐志刚， 李宁辉， ＳＣＯＴＴ ＲＯＺＥＬＬＥ􀆰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的农业、 贫困和公平 ［Ｊ］ ． 农业经济问

题， ２００５ （７）： ９－１５＋７９􀆰
［２］ 程国强 􀆰 中国农产品出口： 增长、 结构与贡献 ［Ｊ］ ． 管理世界， ２００４ （１１）： ８５－９６􀆰
［３］ ＫＩＳ－ＫＡＴＯＳ Ｋ， ＲＯＢＥＲＴ Ｓ􀆰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５， １１７： ９４－１０６􀆰
［４］ 张茵， 万广华 􀆰 全球化加剧了城市贫困吗？ ［Ｊ］ ． 经济学 （季刊）， ２００７ （１）： １０５－１２６􀆰
［５］ 郭熙保， 罗知 􀆰 贸易自由化、 经济增长与减轻贫困———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经验研究 ［ Ｊ］ ． 管理世界，

２００８ （２）： １５－２４􀆰
［６］ 胡朝霞， 焦根建 􀆰 贸易与直接投资自由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省份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的经验

研究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０ （１１）： ２２－２８􀆰
［７］ 李石新， 邹新月， 郭新华 􀆰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农村贫困的减少 ［Ｊ］ ． 中国软科学， ２００５ （１０）： ５１－５７􀆰
［８］ ＬＩＴＣＨＦＩＥＬＤ Ｊ， ＮＥＩＬ Ｍ， ＡＬＡＮ Ｗ􀆰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３， ８５ （５）： １２８５－１２９１􀆰
［９］ 张全红 􀆰 出口贸易对我国城镇贫困的影响———基于 １９８５—２００５ 年中国数据的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

验 ［Ｊ］ ． 财贸研究， ２００８ （３）： ５０－５７􀆰
［１０］ 朱晶， 洪伟 􀆰 贸易开放对我国工农产品贸易条件及农民福利的影响 ［ Ｊ］ ． 农业经济问题， ２００７ （１２）：

９－１４＋１１０􀆰
［１１］ ＨＵＡＮＧ Ｊ， ＬＩ Ｎ， ＳＣＯＴＴ Ｒ􀆰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３， ８５ （５）： １２９２－１２９８􀆰
［１２］ ＳＴＯＬＰＥＲ Ｗ Ｆ，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Ｐ 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ｌ Ｗａｇｅｓ ［ Ｊ］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４１， ９

（１）： ５８－７３􀆰
［１３］ ＰＩＥＲＲＥ Ｒ Ａ， ＪＯＳＨＵＡ Ａ􀆰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９９６， ５ （３）： ２６５－２８６􀆰
［１４］ 王跃生， 吴国锋 􀆰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 Ｊ］ ． 国

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９ （４）： ６４－７５􀆰
［１５］ 毛学峰， 刘晓昀 􀆰 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农户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 ［Ｊ］ ． 中国农村观察， ２００５ （２）： ４５－

５０＋５６􀆰
［１６］ 曾国彪， 姜凌 􀆰 贸易开放、 地区收入差距与贫困： 基于 ＣＨＮＳ 数据的经验研究 ［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４ （３）： ７２－８５􀆰
［１７］ 胡海军， 张卫东， 向锦 􀆰 贸易开放度与我国农村贫困的联系的实证研究 ［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０７

（８）： １５－２１􀆰
［１８］ 张莉琴 􀆰 我国农产品的进口关税水平及税率结构安排 ［Ｊ］ ． 中国农村经济， ２００５ （７）： ５１－５７􀆰
［１９］ 程国强 􀆰 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中国农业 ［Ｊ］ ． 管理世界， ２００５ （５）： ８４－９０＋９５􀆰
［２０］ 王永静， 刘引兄 􀆰 农产品贸易、 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收入———以新疆为例 ［ Ｊ］ ． 新疆农垦经济， ２０１９

（９）： ２７－３４
［２１］ 马轶群 􀆰 农产品贸易、 农业技术进步与中国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 ［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８ （６）：

４１－５３􀆰
［２２］ 鲜祖德， 王萍萍， 吴伟 􀆰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与贫困监测 ［Ｊ］ ． 统计研究， ２０１６， ３３ （９）： ３－１２􀆰
［２３］ 徐映梅， 张提 􀆰 贫困缺口总指数的构造、 分解与应用 ［Ｊ］ ． 统计研究， ２０１６， ３３ （７）： ３－１０􀆰
［２４］ 袁方， 史清华， 卓建伟 􀆰 农民工福利贫困按功能性活动的变动分解： 以上海为例 ［ Ｊ］ ． 中国软科学，

２０１４ （７）： ４０－５９􀆰
［２５］ 刘轶芳， 罗文博 􀆰 １９８９—２００９年我国农村贫困演变及指数分解研究 ［Ｊ］． 农业技术经济， ２０１３ （１０）： ４－１５􀆰

１３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年第 ９期 经贸论坛



［２６］ ＬＯＲＥＮ Ｂ， ＣＡＲＳＴＥＮ Ａ Ｈ􀆰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ｒｉｃ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０６， ５５ （１）： ４３－８６􀆰

［２７］ ＴＯＰＡＬＯＶＡ， Ｐ􀆰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０， ２ （４）： １－４１􀆰

［２８］ 高若晨， 李实 􀆰 农村劳动力外出是否有利留守家庭持久脱贫———基于贫困脆弱性方法的实证分析 ［ Ｊ］ ．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 （４）： １３２－１４０􀆰

［２９］ 朱梦冰， 李实 􀆰 精准扶贫重在精准识别贫困人口———农村低保政策的瞄准效果分析 ［ Ｊ］ ． 中国社会科

学， ２０１７ （９）： ９０－１１２＋２０７􀆰
［３０］ 彭小辉， 史清华 􀆰 中国村级组织运转特征、 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基于 １９９５—２０１３ 年的实证 ［ Ｊ］ ．

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 （５）： ３８－５３􀆰
［３１］ 程名望， 史清华 􀆰 个人特征、 家庭特征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一个基于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实证分析

［Ｊ］ ． 经济评论， ２０１０ （４）： ４９－５５􀆰
［３２］ 彭小辉， 王玉琴， 史清华 􀆰 山西农家行为变迁： １９８６—２０１２ ［Ｍ］．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２０１７􀆰
［３３］ ＷＩＮＴＥＲＳ Ｌ Ａ， ＭＣＣＵＬＬＯＣＨ Ｎ， ＭＣＫＡＹ Ａ􀆰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ｈ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ｓｏ ｆａｒ ［Ｊ］ ．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４， ４２ （１）： ７２－１１５􀆰

（责任编辑　 刘建昌）

Ｃａｎ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Ｒｅｄｕｃ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ｉｃｒｏ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Ｄａｔａ
ＦＡＮ Ｊｉａｏｊｉａｏ　 ＧＡＩ Ｑｉｎｇｅｎ　 ＳＨＩ Ｑｉｎｇｈｕ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ｄａｔａ，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ｓｔｅｒ－Ｇｒｅｅｒ－Ｔｈｏｒｂｅｃｋｅ （ＦＧＴ） ｉｎｄｅｘ ｆｏｒ ３１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ｗ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ｕｒ ｍａｉｎ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ａｌｌｅｖｉ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ｗｈｉｌ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ｈａｖｅ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ａｍｐ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ｈａ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ｗｈｉｌｅ ｉｔ ｈａｓ ａｎ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ｈａｖ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ｄ ｓａｌｅｓ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ｈｉｌｅ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ｈａｖｅ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ｏｖｅｒ⁃
ａｌ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ｄ ｓａｌｅ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ｅｎｄ ｔｏ ｂ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Ｔｈｕ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Ｔｈｅ ＤＩ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ｏｒｅ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ｎｃｏ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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